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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是我国种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探讨科企合作实现机制则是实现农作物种业商业化育种以及育种技术创新的关键。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构建种业科企合作实现机制的理论研究框架，采用西部6省48个科教单位的433份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目前种业科企合作的现状以及合作机制要素对科教单位参与合作的影响程度。并提出完善种业科企合作机制关键在于加强合作的深度，实现合作体内部的制度的明晰以及外部环境的引导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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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as the mainstay of commercial breeding mechanism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s seed industry modernization, and the scienc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achieve commercial crop seed breed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synergetics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seed 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uses 433 survey data of 48 science and education units in 6 provinces of western China, and applies logistic binary choice model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influence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elements on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units.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the key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to strengthen the depth of cooperation, realize the clarity of the cooperative system and guide and suppor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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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种业位于农业产业链的最上游，是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性产业，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自建国以来，我国种业产业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改革开放前的“四自一辅”时期，自繁、自选、自留、自用的集体供种模式并不具备产业化的概念；改革开放后的“四化一供”方针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统一供种，各级政府成立的种子公司作为
子产业的主体实施垄断经营，并未真正实现种子产业的市场化运营。直至2000 年《种子法》颁布实施，我国种子产业才逐渐进入市场化阶段，中国种业开放10余年，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国外种业的威胁。

长期以来农作物种业育种采取以农业科研机构及农业高校为主体，企业主要负责销售环节的传统育种机制。这种育种方式忽视市场需求，研究成果转换率较低，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科教单位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层次较低，合作期短、方式单一、关系松散、信任度低、违约率高，导致产、学、研出现严重脱节现象，致使“一流的种子”最终只能获得“四流的价格”[1]。传统的育种机制在高度开放的全球化种子市场已经不具备竞争能力，国内育种走向商业化是必然选择。商业化的育种机制要求企业成为育种的真正主体，实现育、繁、推一体化。但是，据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6200多家持证中资企业中具有研发能力的只有200家，呈现出小、散、弱的特点，缺乏科研实力的种子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主体功能。自2011年起，国务院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十二六”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均表明实施商业化育种、促进产科教联盟协同创新、推动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育种企业发展的必要性，肯定了企业在商业化育种当中的主体地位以及市场的导向作用，而育种相关科教机构则逐渐转向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构建科教单位和种子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打破要素壁垒，推动科教单位的技术、人才、设备等智力要素流向企业，推进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实现科企双方的优势互补是发展我国现代商业化育种体系的关键。

国外学者对产学研合作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点在合作理论基础、合作主体等方面展开分析。交易成本理论、激励理论以及协同学理论、三螺旋理论、知识生产方式模型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理论基础。Narver＆Slater[2] 重点研究了通过与科研单位合作获取前沿技术，从而进行产品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Ashish[3]和Ron[4]通过对合作机制的研究，证明了合作机制对企业合作模式有非常显著的影响。Lee[5]和Merchant[6]着重研究了政府政策引导对科企合作的影响程度。国内学者对于产学研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对产学研的合作模式（朱桂龙[7]，王文岩[8]）、影响因素（王娟茹[9]2；孙伟等[10]）以及绩效评价、运行机制（金芙蓉[11]；王浩[12]）等方面。

在产学研的合作机制方面，游文明[13]、李桂春[14]等对产学研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我国产学研合作缺乏动力的原因。还有学者对产学研合作的知识管理机制（于旭[15]）、利益分配机制（朱相宇[16]）以及风险分担机制（陈方圆[17]）进行了重点研究。上述研究对产学研合作的探讨细化到某一具体运行机制的认识，虽然有一定的深度，但是都没能全面地把握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另一类研究角度是从组织模式的层面分析某一种具体合作模式的运行机制（王雪原[18]），这类研究对于合作机制涉及要素虽有一定的把控，但学者的划分方法并不全面，也未能体现出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层次。科企合作作为产学研的较新较高级形式，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科企合作的意义与作用（占侃[19]）以及对实现机制的初步构想与探讨（李立秋[20]），并没有从要素协同层面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方法，也没有运用数理分析模型进行检验。 

从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产学研合作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和模型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相比于综合性的产学研合作研究，针对农作物种业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较少，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种业科企合作具体可操作性实现机制和途径的研究明显缺乏。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转型过渡时期的种业科企合作实现机制理论框架，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和验证合作机制涉及到的关键要素对科教单位参与科企合作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提出完善种业科企合作机制的合理建议。

2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2.1种业科企合作实现机制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协同学理论，从合作系统内外部涉及到的关键要素构建科企合作实现机制理论框架。在合作系统主体方面，借鉴Etzkowitz和Leydesdorff的三螺旋模型以及石火学[21]的主体划分方法，将种业科企合作的主体定义为企业、科教单位、政府和市场。合作系统内外部涉及的关键要素的确定则主要借鉴郑刚[22]]基于技术创新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战略、组织、文化、制度、市场的关键要素的C3IS全面协同模型以及张俊[23]提出的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制度、文化以及环境产学研结合的七元要素模型。本文将科企合作实现机制涉及的系统内部关键要素设定为智力要素、战略要素、制度要素、组织要素，系统外部要素为市场要素和政府要素。

2.2合作要素对科教单位参与合作的影响假设

(1)智力要素的影响。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和学习管理，提高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绩效的关键在于综合考虑合作中知识特性、合作方认知结构、共享意愿以及知识转移渠道的选择。李久平 [24] 指出知识整合是主体对知识源识别、吸收、重构和整合创新的过程。王娟茹[9]4、Cohen[25]归纳出了包括直接购买、协议约定任务、共建科研实体等几种合作模式，并认为合作模式的选择会对产学研合作效果产生影响。邓颖翔 [26]4通过对知识吸收能力的维度划分进行理论创新，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在校企合作情景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强调了企业对技术的二次创造能力在科企合作当中的重要作用。借鉴学者的分析，提出下列假说：
假说1a：技术的合理转移方式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假设1b：企业对技术的二次创造能力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2）战略要素的影响。合作体内部的战略协同即是双方领导人在战略合作的目标层面的认同程作目标规划与技术创新规划以及市场创新规划的契合程度。农业高校与育种科研机构的领导作为决策层，在制定单位发展目标，选择合作伙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带动方面有显著作用（付庆凤[27]4）。目前大部分科教机构都是通过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或课题得到研究经费（侯向娟[28]），其研究目标主要与国家发展规划相一致，科研人员的主要目的是完成课题项目要求（钱虎君[29]4）。种子企业的目标则是获得市场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只有双方实现战略协同才能实现有效的合作，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合作双方战略协同度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3）制度要素的影响。种业科企合作双方通过订立人事、激励等方面的制度以明晰权、责、利的分配。实现种业产学研有效合作不仅需要技术与人才的培养，更需要人才的流动才能实现技术的推广与转化，目前我国产学研合作中高级和优秀科研人才呈单向流动，造成科教机构科研人才扎堆而企业中人员专业水平低、不稳定的局面。国家出台《意见》鼓励科教单位工作人员向企业流动，但流动人员的福利待遇与编制问题成了的重大阻碍，科研人员生存发展依赖的是国家而不是市场，长期处于“外无压力，内无动力”的状态根本无法调动工作积极性（钱虎君[29]4）。因此，只有建立具有吸引力的激励政策以及保障政策才能吸引科研人员主动流向企业参与合作。
在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方面，胡瑞法 [30]通过实证研究对植物品种权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表明品种知识产权显著地提高了种子价格，但我国的品种保护制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陈燕娟 [31]对种子知识产权进行了详细的界定，范围归纳并提出我国种子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的构想。在合作风险研究方面，Grant [32]主要集中在对风险类型以及来源的划分以及风险对合作效率的影响。据此，本文将从人事制度、激励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利益风险分配制度这几个方面检验制度层对科教单位合作意愿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第3个假说：

假说3：合作双方内部制度协同度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4）组织要素的影响。合作组织构建主要涉及岗位分工、合同管理、组织文化建设以及双方的沟通与冲突解决。孙思思 [33]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组织模式构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何丽君 [34]将合作创新伙伴间的沟通划分为针对信息交流的“信息沟通”和针对关系交往的“关系沟通”。合作创新中的“信息沟通”，指的是合作伙伴间正式或非正式地交流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信息，是合作关系成功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合作双方组织协同度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5）外部要素的影响。《意见》表明商业化育种应该坚持市场的导向作用，由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长期与市场脱节，较少从事商业化推广，所以研发的新品种市场推广成效不佳（杜琼）[35]5）。谢淑芳等[36]5也强调了种业产学研合作的单位之间要有法律的保障双方之间的权益的重要性。叶伟巍 [37]通过对产学合作创新的影响因素与机理的深入分析，辨析出当前阶段浙江省产学合作创新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政府的调节能力。根据以上讨论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5a：种子市场需求导向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假说5b：政府行为显著影响科教单位合作意愿

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作物种业科企合作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商业化育种视角”，由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于2014年8月-2015年6月通过实地调查获得。被调查对象为育种相关农业高校与各地市级科研机构，受访者主要包括科教单位领导以及育种相关科研人员。调查范围涉及四川、重庆、贵州、陕西、云南以及甘肃六个省的地市州及区县。调研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单位的基本情况，包括单位性质、资源、育种方式等，第二部分是对该单位目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现状进行调查，第三部分是被调查者对目前种业科企合作的认识与看法调查，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选出被调查者个人认为对种业科企合作有效实现机制影响较大的因素。通过对问卷的收集整理，得到西部六省48个科教单位有效问卷共433份。

3.2样本描述

（1）样本性质描述。接受调查的48个育种相关科教单位中，共有省级农业科学研究所18个，地市级科学研究所13个，隶属于农业高校的研究院所17个（如表1）。所调查单位均为各省科研实力雄厚，掌握着各个省的种子资源、育种高端技术以及育种先进人才。被调查单位基本为政府全额拨款单位，仅有两家单位为政府差额拨款，因此运营经费较充足，外部压力较小。
表1 被调查地区科教单位性质

Table 1 Character of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in survey area

	省份
	省级研究所
	地市级研究所
	农业高校研究院所

	四川
	1
	7
	5

	重庆
	4
	3
	6

	贵州
	11
	1
	1

	陕西
	0
	1
	1

	云南
	1
	1
	3

	甘肃
	1
	0
	1

	合计
	18
	13
	17


从横向比较，由于地区差异等，育种科研单位的人力资源及研发资源状况反映出育种实力方面的差异，单位新品种来源主要是自己选育以及少数联合选育，育种周期大多数为5-8年，少部分单位已经将育种周期缩短至3年左右，各育种科研单位的自有审定品种数量从几个到近百个不等（如表2）。从纵向比较，不同行政级别的科研单位育种实力也具有差异，省级农科院以及高等农业院校的育种设备以及人才储备明显优于地市级研究所。

表2  接受调查单位育种实力比较

Table2 Comparison of breeding capacity of surveye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最值
	职工总人数
	职称数量
	研发中心数量
	育种平均周期
	自有审定品种

	最小值
	7
	5
	0
	3
	0

	最大值
	230
	88
	7
	8
	96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在48个科教单位共433名受访者当中，男性260名，女性173名，男性数量较多。在被调查者年龄方面， 30-4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36.72%。研究人员大多经验丰富，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高达192人，占总人数的44.34%。工作岗位分布情况为行政管理人员24.25%，科研人员64.43%，生产技术人员11.32%，兼顾了一线科研人员与领导决策层。可见，受访人员均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对种业行业情况了解程度较高，对调查问题有较好的理解与把握且能够清晰表述个人对种业的观点与看法。因此，此次调查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2）被调查单位参与科企合作意愿分析。由于被调查地区育种相关的科研机构以及农业高校数量有限，本文在衡量某个单位的合作意愿时，将综合考虑本单位管理层与科研人员的合作意见。433位受访者都根据自己对行业的把握以及对工作单位的认识对本单位是否参与科企合作进行打分。其中，有284位受访者表示支持单位参与科企合作占65.59%，149位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占34.41%，可见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所在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呈积极态度（如表3）。
表3  合作意愿统计结果

Table3 Statistics of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合作意愿
	是
	否

	数量
	284
	149

	比例
	65.59%
	34.41%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在拟合作企业的类型选择方面，大部分受访者倾向于选择本单位与跨国种业和注册资本1亿以上、能实现育繁推一体化的大企业合作。这些类型的企业拥有强大的实力、竞争力和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愿意选择与注册资本较少，规模较小的中小型种子企业合作的数量则较少（如表4）。可见，中小型的企业本身实力较弱，国家扶持力度较低，又难获得科教单位的合作机会与技术人才支援，生存环境将会更加困难。

表4  拟合作企业类型统计

Table4  The type statistics of proposed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拟合作企业类型
	是
	否
	选择“是”的概率（%）

	跨国种业公司
	158
	275
	36.49

	育繁推一体
	341
	92
	           78.75

	注册资本1亿以上
	113
	320
	26.10

	注册资本3000万-1亿
	69
	364
	15.19

	注册资本500万-3000万
	46
	387
	10.62

	注册资本500万以下
	25
	408
	5.77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4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4.1模型选择

回归模型是解决影响因素类问题较常用的方法，但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存在局限性，通常要求因变量只能是定量变量，而不能是定性变量。Logistic模型是解决因变量是定性变量的模型之一，早期被应用于医学领域以判定疾病的危险因素，现在广泛运用与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科教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的意愿，有“愿意”和“不愿意”两个端点，每一个调查对象通过理性全面地衡量各种影响因素做出最佳选择，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因此，本文选用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此类问题的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以确定育种相关的高校和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如下Logistic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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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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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科研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意愿的概率。Y=1表示科教单位愿意参与种业科企合作，Y=0则表示不愿意参与，β0为常数项。通过回归模型可得到P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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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将科教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的“合作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在上一部分已经分析到由于被调查单位数量的局限，将Y的取值范围扩大为单位每个被调查者对本单位是否参与合作的看法。数据来自于问卷中“如果您是单位决策者，是否愿意支持本单位与种子企业进行育种相关合作”一题。Y值设定为定类虚变量，Y=0表示不愿意参与合作，Y=1表示愿意参与合作。
（2）解释变量。通过文章前部分的理论综述以及对本研究的5个假设，提出可能影响科教单位的内外部因素共15个作为模型的自变量。15个自变量均来自问卷中Likert 5 点量表（不重要=1；不太重要=2；重要=3；比较重要=4；非常重要=5）。根据433份调查问卷，得出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5）。  
表5  模型变量的解释、统计特征及其预期影响方向

Table5 Explanation,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ed impact direction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Y
	合作意愿
	0.6538
	0.4757
	-

	X1
	技术转移方式
	1.1731
	0.5648
	正向

	X2
	企业吸收再创造能力
	4.1653
	0.8977
	正向

	X3
	领导重视程度
	4.0944
	0.7708
	正向

	X4
	合作双方目标一致性
	4.4408
	0.7523
	正向

	X5
	人事保障制度
	4.2440
	0.8234
	正向

	X6
	激励制度
	4.2282
	0.8469
	正向

	X7
	知识产权归属
	4.2442
	0.7530
	正向

	X8
	利益分配制度
	4.5747
	0.6609
	正向

	X9
	风险公担制度
	3.7009
	0.8292
	正向

	X10
	合作组织构建
	4.0156
	0.8544
	正向

	X11
	合作体内部文化建设
	4.1103
	0.8091
	正向

	X12
	沟通与交流
	3.5749
	0.8955
	正向

	X13
	市场的需求导向
	4.3464
	0.7599
	正向

	X14
	政策支持
	4.1261
	0.8819
	正向

	X15
	法律保障
	4.2206
	0.7756
	正向


4.3实证检验
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SPSS20.0，对 433份样本数据进行 Logistic二元回归处理。首先，考虑所有变量进行估计，得到模型 1。然后，依据相伴概率值，采用反向筛选法，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直到所有变量都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得到模型2。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概率如表6所示。由表8可见，模型2 的Pseude R2值为0.247，说明因变量对自变量有一定影响，似然比LR卡方检验值为34.72，所对应的伴随概率远远小于10%，表明模型中至少有一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不等于零，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模型的正确率估计百分比为83.35%，说明精度比较高，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表6  科教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Table6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2

	
	回归系数(B)
	显著性概率（sig）
	
	
	回归系数(B)
	显著性概率（sig）

	X1
	0.432*
	0.081
	
	
	0.496*
	0.073

	X2
	0.317**
	0.026
	
	
	0.429**
	0.016

	X3
	0.541*
	0.063
	
	
	0.538**
	0.049

	X4
	0.597
	0.466
	
	
	-
	-

	X5
	0.435**
	0.013
	
	
	0.527**
	0.011

	X6
	0.362*
	0.051
	
	
	0.233*
	0.076

	X7
	-0.213
	0.279
	
	
	-
	-

	X8
	0.681***
	0.004
	
	
	0.774***
	0.001

	X9
	0.397**
	0.046
	
	
	0.136*
	0.092

	X10
	1.273
	0.681
	
	
	-
	-

	X11
	0.395
	0.517
	
	
	-
	-

	X12
	0.374*
	0.095
	
	
	-
	-

	X13
	0.938
	0.462
	
	
	-
	-

	X14
	0.657***
	0.003
	
	
	0.473**
	0.048

	X15
	0.477**
	0.032
	
	
	0.386*
	0.062

	Pseude R2
	
	0.247
	
	
	

	LR卡方检验值
	
	34.7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4.4结果讨论
由模型2的结果可以看出，技术的转移方式、拟合作企业吸收再创造能力、领导的重视程度、合作双方的人事制度、激励制度以及利益分配、风险分担制度、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通过检验，而合作双方目标一致性、知识产权归属、组织构建、沟通与交流、组织文化建设、市场的需求导向对种业科企合作没有显著影响。以下是结合前人的研究以及本研究假设对结果进行说明。
就技术影响而言，合理的技术转移方式的显著性概率为0.073，种子企业对技术的吸收再创的显著性概率为0.018，与邓颖翔[26]1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也与本次调研所显示的结果一致。说明育种实力强的大企业通常也有较好的自身R&D能力，能够实现技术的吸收与再次创造，更容易获得与科教单位的合作机会。

在合作双方战略协同层面，领导重视程度的显著性概率为0.049，说明科教单位领导在种业科企合作当中不仅能起到决策作用，也能带动员工的积极性，这与付庆凤[27]10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双方合作目标一致性指标未能通过检验，说明在目前的合作模式当中，企业和科教单位育种目标的侧重点不同，合作双方联系并不紧密，尚未在合作目标层面达成协同。

合作双方的制度协同层面总共设计了5个指标，仅有知识产权制度未通过检验，说明目前育种科教单位对于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性不够，这也是造成转换率低与成果流失的原因，与学者谢淑芳[36]10的研究结果一致。与合作企业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分配制度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01和0.092，说明科教单位对利益分配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对风险的重视程度。根据前人的研究，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利益分配方面常常处于弱势，而企业在承担风险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种情况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符。另外两个指标是针对科研人员加入合作组织的人事制度以及激励制度，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011和0.076，说明科研人员比较关注加入合作组织后的编制保障、福利待遇以及相应的激励政策，且对与原本工作保障的重视程度大于新进组织的激励制度，反映出科研人员的求稳心态。

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对科教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作为国家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支撑学术研究，科研人员申请国家项目和课题与政府的发展计划是一致的。因此，政府的号召与支持对种业科企合作有积极作用。

合作系统内部组织与文化建设层面设计的三个指标均没有通过检验，是因为目前的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合作方联系不紧密，对组织与团队的意识还比较薄弱。市场的需求导向对种业科企合作没有显著影响，与杜琼[37]10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是科教单位育种目标主要是为完成科研项目，致使欲出的品种无法适应市场的检验，这也是造成种业产学研合作脱节的原因所在。 

5结论与建议

育种相关科教单位作为种业产业链的源头，智力要素的转移对成功向商业化育种机制过渡起着推动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要素协同层面的科企合作机制理论框架，确定实现机制涉及到的合作系统内外部要素，基于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合作机制关键要素对科教单位参与种业科企合作的影响，具体因素主要有技术的转移方式、合作企业的吸收再创造能力、领导的重视程度、人事制度、激励制度以及合作双方的利益分配、风险分担制度、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从而得出要素的协同是实现科企合作机制的关键。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完善种业科企合作机制的具体建议：

第一，加强种业科企合作深度是前提。目前的合作方式短而散，合作双方缺乏建立紧密共同体的意识。因此需要自上而下的加强对种业科企合作的重视程度与引导力度，领导层应积极带动和鼓励单位科研人员参与合作育种。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丰富，从目前最普遍的直接出售品种权走向联合开发、共建实体等高级别的合作模式。

第二，完善合作体内部制度是关键。研究结果表明利益与风险分配是科教单位参与科企合作最关注的问题，因此合作体内部构建明晰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风险承担制度尤为重要。人事保障制度和激励政策的制定应从科研人员的需求角度出发，解决科研人员最关注的编制问题和工资福利等问题才能调动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促进智力要素真正地流动起来。合作双方知识产权的明晰对于合作体扩大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需要加大重视程度。

第三，合作体外部环境引导与支持是保障。政府对种业科企合作应当起到引导和保障作用。政府应当出台政策积极引导科企合作并制定完善的法律保护制度保障科企合作的有效实施，解决育种研究的经费支持问题、流动科研人员问福利待遇、编制问题和养老保障问题。并加大对中小型种子企业的帮扶力度或者兼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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